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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與言》、《食貨月刊》、《史學評論》、和《新史學》

的發刊辭側看戰後臺灣史學 

藍元鴻 ∗ 

摘要 

1964 年創刊的《思與言》1與《食貨月刊》2、《史學評論》3和《新史學》

4是臺灣史學界重要的刊物，把它們的發刊文聯繫起來綜合比較能看出

戰後臺灣史學精神風貌的承先啟後。四份刊物的辦刊主題5各有不同，

然而從發刊文來看它們的治史精神上卻是如出一轍。1979 年 7 月發刊

《史學評論》的精神風貌部分繼承於陶希聖先生在 1934 年 12 月 1 日

創刊的《食货》半月刊，而後來 1990 年出版的《新史學》則是接續了

兩份刊物精神遺址6。錢穆先生 1941 年發表的《新時代與新學術》7一

文幾乎預見臺灣戰後 50 年來史學發展過程的展望與瓶頸。史學是以時

代發展為主軸的學問，對時代的變化比其他學科更為敏感8。中西學術

差異的碰擊和融合的過程在近代史學史是有明顯的對應。中國近代史

學的發展主要取法西學而來，直到現今仍有如何妥善轉化歐美學問的

徬徨。若把這四份學術刊物進行一個多角度的綜合、分析和對比，顯

                                                 
∗ 東海大學中文系四年級 
1 本社，〈思與演(代發刊詞)〉，《思與言》，思與言雜誌社印行，台北，1963 年 2月

15日，創刊號，頁 3。 
2 陶希聖，〈食貨復刊辭〉，《食貨月刊》，食貨月刊社出版，台北，1971 年 4 月 15
日，復刊第一卷第一期，頁 1。 

3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省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論》，史學評論

社編，史學評論社印行，台北，1979 年，第一期，頁 1-24。 
4 本社，〈發刊詞〉，《新史學》，新史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編，三民書局出版，台北，

1990 年 3月，頁 1-3。 
5《食貨月刊》和《思與言》著重在鼓吹社會經濟史和史論的部份；《史學評論》是

著重在以社會科學治史而《新史學》則較綜合持平廣納稿源。 
6《史學評論》的編輯群來自於 1971 年 4 月 5 日在臺復刊的《食貨月刊》，而《史

學評論》原來的編輯群在《史學評論》停刊後便轉移至《新史學》。《食貨月刊》

和《史學評論》歷來刊登一系列文章作者進行對比會發覺兩刊有共同的「常客」。

而 1990 年 3 月創刊的《新史學》第一期刊載的《新史學》基金贊助名單上的本

刊發起人名錄，便是有《食貨月刊》和《史學評論》的成員。從這三份期刊的創

刊辭和作者群的簡單對比，便能確立它們之間的關係。 
7 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北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55-62。 
8〈發刊詞〉，《新史學》，1990 年 3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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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能凸顯出臺灣史學在 1945 年至 1990 年代對歐美學術觀念和方法

的吸收、消化的漸變過程，還有學術與政治議題的變遷。由於字數、

篇幅有限便以四份期刊的發刊辭畫為焦點側看戰後臺灣史學的進展。 

關鍵字：臺灣史學，發刊辭，發展過程，勢 

一、前言 

1948 年 12 月 22 日，史語所和數學所隨著台北故宮第一批文物箱件由

海軍載運駛離南京，抵達基隆 9。從那年的 12 月 22 日起，臺灣接續了中國

近代史學的傳承與發展，為世界學術史增添新的一頁。隨著國民政府遷臺

的外省學人群中的史學研究者以傅斯年為首，臺灣當時史學的研究、教育

便幾乎落在史語所的學人身上。史料學派因此一開始便在臺灣的重要學術

機關任職而有深厚的影響力，造成除了史料學派便幾乎沒什麼其它的學派

具有影響力，畢竟為數很多的學人仍滯留在中國大陸。隨著臺灣的政局藉

著威權體制的壓力漸漸平定，國內大學畢業的優秀學人陸續留美深造、回

臺研究 10，留美的新一代臺灣學人漸漸地扭轉戰後臺灣的學術界，乃至政治

的格局 11。 

許倬雲先生在他的文集《心路歷程》12的自序中談及他在 1957 年留美

歸國時的幾段心情敘述，幾乎是那時臺灣知識分子的心情側寫 13。20 世紀初

                                                 
9 「 追 求 卓 越 — 中 央 研 究 院 80 年 」 數 位 典 藏 特 展

http://archives.sinica.edu.tw/80th/index.html(時間：0837、日期：21-11-2010)。 
10余英時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中曾談及「五十年代中葉後，臺灣和

香港中國文史界的學人和學生開始到美國進修」，《猶記風吹水上鱗--錢穆與現代
中國學術》，1991，臺北巿：三民出版社，頁 179。 

11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便是以在美留學的臺灣留學生為主幹力量。 
12文中的幾段文字，如「我們這一代，是充滿了困惑與迷惘的世代。正在發展的經

濟條件下，我們却看見無數不得發展機會的青年。一團低氣壓，壓得許多人想要

扯破衣襟」、「我們要改變的是制度與結構，因此我們要批評觀念，建議提出新觀

念」和「我們正在一切急劇轉變的中間」。許倬雲先生在文中不斷提及「期待」、

「提出」和「改變」等字眼，從中側看出 60、70 年代臺灣知識分子於外在政治、

社會環境中苦悶中思變、求變的心情。許倬雲，《心路歷程‧自序》，1979 年，台

北巿：傳記文學出版，頁 1-10。 
131945 年以後國共內戰的爆發，使得排斥共產主義的知識分子流亡至港臺或海外各

處。1948 年隨國民黨流亡至臺灣的外省知識分子的憂患意識基本就體現在 1950
年代至 1980 年代的學術研究和風氣上。「這批流亡港臺與海外的中國知識分子，

延續五四以來的思想潮流，提倡啟蒙救亡的思維與價值觀」。許順昇，〈流亡世代

的政治構思：《民主評論》的國家論述（1949-1966）〉，東海大學歷史系研究所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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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開始，梁啟超等人提倡的「新史學」希望通過揭示歷史上人與事的「因

果關係」而把史學弄得更「科學」14。1963 年的《思與言》在創刊號的代發

刊詞中提及的「進步的力量」、「運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思考」和「所追求

的惟有理性」等字眼便是企圖於學術能「科學化」以濟時代、社會的表現。

而至 20 世紀中葉以後的臺灣新一代受過西方學術訓練，能流利使用英語的

史學工作者更進一步的把在國外所習得的社會科學理論引進戰後臺灣的史

學領域。1971 年的《食貨復刊辭》接著提出「促使中國歷史學從文學家的

筆下走進社會科學的講壇之上」，便是自然而然的事。 

戰後臺灣的史學風氣很大的程度上是受歐美學界的影響 15，從 70 年代

後期特別是 80 年代起，以人類學思想思路為基礎的「文化史」取向便逐漸

風靡美國 16，而臺灣也有了類似的現象--畢竟年輕的研究員、學人多有留美

的背景 17。1950 至 1960 年代初期有效促進臺灣經濟安定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是來自美國的經濟援助 18。外在社會結構即已佈滿美元的影響，在學術上的

風氣自也難逃美方的影響了 19。林正珍女士指出「無可置疑地，臺灣在過去

                                                                                                                         
士論文，2009，頁 2。 

14羅志田，〈見之於行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近代中國史學十論》，2003，
上海市：復旦大學出版，頁 258。 

15王晴佳在《當代台灣歷史論述的雙重挑戰》一文中指出「在戰後的幾十年中，由

於冷戰的持續，中國大陸的封閉，使得台灣成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基地⋯⋯因

此從 1960 年代以來，台灣史學界與西方史學界，便保持一種幾乎同步的互動。

1960 年代中期以後，在西方史學界社會史、或社學科學史研究的影響下，台灣史

學界中亦興起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熱潮，便是一例。而到了 1980 年代，由法國年

鑑學派中間出現的文化史，亦主導了台灣史學的新趨向。與前一時期一樣，留學

歐美的學者在溝通台灣和西方史學的過程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當代台灣歷

史論述的雙重挑戰〉刊登在《思想》，2期 ，2006 年 9月 1日，頁 98。 
16羅志田，〈音樂與史學：晚清學術的多旋律並進〉，《近代中國史學十論》，2003，
上海市：復旦大學出版，頁 60。 

171965 年 7月，美國停止對臺的經濟援助。美方對臺的經援共有十五年，總計援助

了十五億美元。這一批的金援即流向了臺灣的基礎建設、國防等等的地方，其中

也流向了學術機構。美國金援對臺的具體影響，我不曾詳細的查閱資料。以上的

數據是參考自薛化元先生編著的《臺灣開發史》（臺北市：三民出版，1999）。 
不過，從因著庚子賠款而建立的清華大學(Tsinghua University, THU)的最初「政
治用意」延伸來看，美國多少是會介入臺灣的學術機構，以便維護其在臺灣、東

亞地區的利益。 
18薛化元編著，《臺灣開發史》，1999，臺北市：三民出版社，頁 176。 
19事實上，1966 年臺灣學術界便和美國學術界在籌畫全面合作。據許倬雲，〈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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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西方史學所形成的某些支配性理論，是造成史學發展陷入瓶頸的結

果，而隨著這一知識社群的擴大，更牢固了這一『認知』價值」201979 年，

余英時先生為《史學評論》所寫的代發刊辭便有著平衡、緩衝史學一開始

欲使利用社會科學而發展至迷信社會科學理論方法的現象，而指出「問題

或大或小，工作的性質或偏重分析或偏重綜合，都和作品的價值無直接關

係。史學作品的價值最後還是為它本身的學術品質所決定的。」21可是，1990

年發刊的《新史學》發刊詞中似乎仍有迷信「形式」的問題22。 

1964 年創刊、發行的《思與言》與《食貨月刊》(1971 年 )、《史學評論》

(1979 年 )和《新史學》(1990 年 )是臺灣史學界重要的刊物，收錄、刊登的文

章在研究面向和方法上多以制度、經濟和外交等現象面著手傳統的史料與

社會政治的關係。四份刊物所刊登文章依年序排開從中應該是可見出--西方

社學科學的理論運用從 1963 年代的《思與言》至《新史學》漸漸成熟的過

程。四份刊物的辦刊主題 各有不同，然而從發刊文來看它們的治史精神上

卻是如出一轍。1979 年 7 月發刊《史學評論》的精神風貌部分繼承於陶希

聖先生在 1934 年 12 月 1 日創刊的《食貨》半月刊，而後來 1990 年出版的

《新史學》則是接續了兩份刊物精神遺址。史學是以時代發展為主軸的學

問，對時代的變化比其他學科更為敏感 23。中西學術差異的碰擊和融合的過

程在近代史學史是有明顯的對應。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主要取法西學而

來，至到現今仍有如何妥善轉化歐美學問的徬徨。若把這四份學術刊物進

行一個多角度的綜合、分析和對比，顯然是能凸顯出臺灣史學在 1945 年至

1990 年代對歐美學術觀念和方法的吸收、消化的漸變過程，還有學術與政

治議題的變遷。 

                                                                                                                         
中心二十年慶--回顧與前瞻〉，《漢學研究通訊》，20卷 3期，2001 年 8月，頁 1-2。 

20林正珍，〈臺灣五十年來「史學理論」的變遷與發展：一九五０～二０００〉，《漢

學研究通訊》，20卷 4期，2001 年 11月，頁 7。 
21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省與展望--代發刊辭〉的頁 11 至 22 便對整體

的史學在追求科學化的發展過程中的利與弊進行疏通，進而提出「史無定法」和

「史學研究是一種具體而踏實的工作」的勸告。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

反省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論》，史學評論社編，史學評論社印行，台北，

1979 年，第一期，頁 1-24。 
22「近人喜以『形式』衡量新舊，譬如說採取某某方法的研究謂之新，否則為舊；

運用某某觀念的著述謂之新，否則亦為舊。」  〈發刊詞〉，《新史學》，頁 3。 
23〈發刊詞〉，《新史學》，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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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為止已有不少歷史工作者整理出相關歷史的反省文章，如黃俊傑

先生在 1983 年發表的〈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論的研究(1950-1980)〉24、林

正珍女士的〈臺灣五十年來「史學理論」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 25和

王晴佳女士的〈臺灣史學的「變」與「不變」：1949-1999 年〉26等優秀篇章。

筆者是在偶然的情形下注意到這四份期刊的發刊詞有著變化、連續的內在

聯繫。由於目前的學識尚淺和九千餘字的白話文章尚屬通論性質，難免易

於把文獻與問題的複雜給予簡略化了。雖然為文較為簡略，但期望的是能

以簡馭繁，在一個大方向上為往後的學術增添一點微薄的貢獻。 

二、簡析四份創刊辭共同觀點的變化：從急切到篤定的發展 

中國近代的喪權辱國和文化思想上的劇烈變動 27，使得中國智識分子紛

紛尋求富國自強的方策。史學在這時代氛圍中的變動、發展28，和知識分子

面對西方文化勢力的入侵和學術的挑戰有著千絲萬縷的關係。錢穆說過：

「變亂之際，學問尚闢。其時學者內本於性格之激盪，外感於時勢之需要，

常能從自性自格創闢一種新學問，走上一條新路徑，以救時代之窮乏，而

對於前人學術成規，往往有所不守。此種新學術，常帶粗枝大葉蒙厲生動

之慨。前者大體乃以學問為出發點而使用學者。後者大體則是以學者為出

發點而使用學問」29錢穆先生的這一番話，拿來對比這四份發刊辭中對史學

懷有的問題與展望敘述是貼切的。 

四份刊物的辦刊主題 30各有不同，然而從發刊文來看它們的治史精神上

                                                 
24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論的研究(1950-1980)〉，《戰後臺灣的教育與思
想》，1983，臺北：東大書局，頁 29-99。 

25林正珍，〈臺灣五十年來「史學理論」的變遷與發展：一九五０～二０００〉，《漢

學研究通訊》，20卷 4期，2001 年 11月，頁 6-17。 
26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不變」：1949-1999 年〉，《臺大歷史學報》，24期，

1999 年 12月，頁 329-374。 
27余英時便在《猶記風吹水上鱗》說過「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

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猶記風吹水上鱗--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1991，
臺北巿：三民出版社，頁 214。 

28「國故和國學並非由中國傳統的詞彙而來；二者皆西方文化入侵中國之反應和西

化問題發生以後只結果。」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著/梅寅生譯，《顧頡剛
與中國新史學》，1984，台北巿：華世出版，頁 38。 

29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北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55。 
30《食貨月刊》和《思與言》著重在鼓吹社會經濟史和史論的部份；《史學評論》是

著重在以社會科學治史，而《新史學》則較綜合持平廣納稿源。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13期 

 56

卻是如出一轍。1979 年 7 月發刊《史學評論》的精神風貌部分繼承於陶希

聖先生在 1934 年 12 月 1 日於中國大陸創刊的《食貨》半月刊，而後來 1990

年出版的《新史學》則是接續了兩份刊物精神遺址 31。四份期刊的發刊文(發

刊詞、發刊辭)分別橫跨 60、70 和 80 年代，表現出史學面對西方學術的一

個明顯特徵是如何對西方的學術(尤其社會科學的部份)的取捨、運用以及熱

切以學術救國、救時弊的動機。四份的發刊文按年代的排列展現出臺灣史

學從逐步接受或是抗拒西方的社會科學，至仍擺脫不開再調適與完融西方

社會科學理論的過程。 

1960 年代的《思與言》在發刊辭中強調「就社會科學的範圍，作純理

論的探究」，《食貨月刊》的陶希聖則是繼續提及拓寬、發展中國歷史與社

會科學 32。《史學評論》的發刊文中，余英時等學人開始極欲疏通史學在科

學化 33(也就是脫離舊有的傳統學問形式)過程中的衝突、利與弊以及提出解

決之道。到了 1990 年的《新史學》則暴露出史學的發展仍舊未能走出一條

康莊大道，而再次鼓吹欲以一種以前瞻、開放、嘗試的態度研究中國歷史

的觀點。 

陶希聖在《食貨月刊》的復刊辭中寫道「我有一種志願與企圖，要採

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向歷史探求中國社會演變的軌跡，以印證並解

答現代中國的問題⋯⋯」 34。陶希聖親身經歷過北伐 35而對中國的時局有切

身的感受，〈食貨復刊辭〉中那句「解答現代中國的問題」無疑是近代學術

界的一流知識分子的心聲36，也就是錢穆在〈新時代與新學術〉一文中所言

                                                 
31《史學評論》的編輯群來自於 1971 年 4月 5日在臺復刊的《食貨半月刊》，而《史

學評論》原來的編輯群在《史學評論》停刊後便轉移至《新史學》。《食貨半月刊》

和《史學評論》歷來刊登一系列文章作者進行對比會發覺兩刊有共同的「常客」。

而 1990 年 3 月創刊的《新史學》第一期刊載的《新史學》基金贊助名單上的本

刊發起人名錄，便是有《食貨半月刊》和《史學評論》的成員。從這三份期刊的

創刊辭和作者群的簡單對比，便能確立它們之間的關係。 
32「歷史學的理論和方法不止一端。而採用社會科學的理論與方法以致力中國歷史

及社會研究的道路，迫切需要我們再拓寬，再延長。」<食貨復刊辭>，頁 1。 
33「就思想的淵源言，史料學派和史觀學派分別地代表了近代史學追求科學化的兩

個途徑。」<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省與展望--代發刊辭>，頁 11。 
34〈食貨復刊辭〉，《食貨月刊》，1971 年 4月 5日，復刊第一卷第一期，頁 1。 
35陶希聖在復刊文中寫到：「民國十三年至十六年，北伐的革命怒潮沖洗了中國⋯⋯

我親眼看見且親身經歷社會結構普遍強烈的變動。」 
36余英時在〈中國知識分子的創世紀〉一文中指出「中國知識分子對道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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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者為出發點而使用學問」 37。《思與言》發刊文中指「惟有學術才是

社會進步的動力」和余英時及《史學評論》的骨幹們在發刊文提出「我們

把『中國文化的獨特形態及其發展的過程』懸為今後史學研究的終極目

標」，直至《新史學》簡單的表達為「能揭發真理，啟示人類，導引文明」，

顯露出史學界的主流已逐漸由過去迫切運用學術干預時局的氛圍走出，不

過仍未能走出、蘊育出新的學術，不然《新史學》為何言「希望藉著砌磋、

摸索，慢慢尋找出一條康莊大道」呢？從《新史學》發刊詞中的幾段話：「我

們清晰地看到人類智識將引起革命性的改變」、「到二十一世紀，人類必另

有一番新的世界觀」38，民國初年知識分子積極入世的心聲多少仍是一直迴

響至 1990 年的《新史學》的發刊。 

近代東亞區域是多難的，政治時局常常左右了學術的發展。尤其兩岸

對各自的學術常以政治、政策干預，使得政治逐漸鬆綁的 70 年代《史學評

論》和解嚴以後的《新史學》以不同的方式表達對學術的自主、紀律的看

法。《史學評論》發刊辭中強調「實事論是的史學工作者」和「史學作品的

價值最後還是為它本身的學術品質所決定」，《新史學》發刊文中指出「百

餘年來依附在這兩大壁壘而締造的種種歷史觀，勢必紛紛修正」，均指出了

臺灣史學入世甚深的困境。〈食貨復刊辭〉提及的「如何促使中國歷史從文

學家的筆下走進社會科學的講壇之上」，至《史學評論》出刊的時候，史學

已是籠罩西方學術的底下了 39。余英時在文中開始反省史學如何面對、接受

西方學術的理論所出現的問題以及開出余自己的解決之道。《新史學》則乾

脆把「探索歷史的真實和意義」定為史學的未來展望，把學術上的東西方

歸為「形式」的問題，企圖以「史學是隨著時代社會而發展，具有揭發，

啟示真理和導引文明」開出近現代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取法西學是近代中國新史學的一個明顯特徵，有著長期的淵源 40，《思

                                                                                                                         
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具有深刻的責任感。」余英時著，沈志佳編，《中國知識人之

史的考察》，2004，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頁 151。 
37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北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55。 
38〈發刊詞〉，《新史學》，頁 1。 
39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省與展望--代發刊辭〉便寫到「時至今日，縱

使是最守舊的史學家也不可能在他的所有著述和講論中完全避免西方式的概念

和語言了。」頁 19。 
40羅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論》，2003，上海市：復旦大學出版，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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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言》在發刊文提醒「溫故可以知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許倬雲在其

文章《改革與接受》 41一文中也問：「究竟中國應該『全盤』接受外來的東

西，而完全揚棄過去的文化遺產？」42。轉眼十五年後，余英時便指出「史

學家究竟需要那些方面的輔助知識是因人而異的，要看研究範圍的『切己』

情況而定」43。十一年後《新史學》已不再有「漸變與驟變二者」44的考量，

而是有類似錢穆在 1941 年所言「中國人與世界已共同面對此新學術之大使

命」45 

三、結語：解嚴以後臺灣史學瑣碎化的一個「勢」  

《思與言》的出版年份是在 1964 年，1949 年後的中國大陸史學幾乎一

切事物均籠罩在馬克思唯物論中，而台灣則隨胡適和傅斯年一群人的到來

而為中國傳統學問留下一片精神殘喘之地。中國近代的痛苦自 1840 年鴉片

戰爭的槍聲開始，被迫面對超前近百年科技文明的歐美各國。中國史學與

西方史學的面對面使得中國史學面對不曾有過的大變局，一方面是史學脫

離經學的束縛，另一方面是西方學問明顯高於自身的衝擊。中國的近代化

開始痛苦地、選擇性地接收歐美五百餘年以內的思想和技術46。在接受了新

的歷史觀之後，傳統的史學，已經不再被視為是真正的「史」。真正的史學，

應該是能揭示歷史進化道理，展現社會進步的文明史、民族史。 47 

《思與言》發刊詞中便鄭重的寫到：「唯有學術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陶希聖在《食貨復刊辭》呼籲的「採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致力中國

歷史及社會研究的道路，迫切需要我們再拓寬，再延長。如何促使中國歷

史學從文學家的筆下走進社會的講壇之上，就是我們應該解答的課題。」「向

歷史探求中國社會演變的軌跡，以印證並解答現代中國的問題。」便是陶

                                                 
41許倬雲，〈改革與接受〉，《心路歷程》，1979，台北巿：傳記文學出版，頁 95-101。 
42許倬雲，〈改革與接受〉，《心路歷程》，頁 100。 
43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省與展望--代發刊辭〉，頁 13。 
44許倬雲，〈改革與接受〉，《心路歷程》，頁 99。 
45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北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61。 
46「殊不知我們所謂『西學』，大概不過現代的思想與技術，絕大部份只在近五百年

內發源於西方」。黃仁宇，《新時代的歷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1998，臺北

市：臺灣商務出版，頁 4。 
47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
史學」〉，《臺大歷史學報》2003 年 12月，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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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聖外感時勢之需要，而欲自創闢一種新學問、新路徑 48。然而，就如余英

時先生所言：「史學對我們可以有啟示、有昭戒，然而並不能直接為現實服

務。」49到了《新史學》的時候，則研究的角度不再是「多方面去認清中國

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過程」 50和「照明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 51，而是

在「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或世界史學界所積累的問題」52中「尋找出一條康莊

大道」53。 

戰後的臺灣史學在 90 年代似乎企圖卓然自立與中、西之間，可是從《新

史學》的發刊詞中「歷史家亦將自我解放，更自主、更客觀地了解歷史的

本質和人類生存的目的」、「共同培養一種不斷追求歷史真實和意義的新風

氣」這兩段話來看，它們背後的「歷史客觀性」其實仍是西方學術中知識

論的預設，並未有所突破。《史學評論》和《新史學》的發刊詞中所欲解決

的問題，或許即如錢穆所言：「民國以來之中國人，一面即厭棄昧失其自本

自根之舊歷史，故一面雖面對新世界，而亦不能認識其真相。」54 

從臺灣自 80 年代開始的「本土化」至今的「去中國化」的一個「勢」

來看，《新史學》的發刊詞或許是為了避免「中國意識」而把臺灣的史學工

作者引向世界史學界所積累的問題，而不是臺灣史學已全面的達至中西文

化完整匯流的形勢。1945 年 8 月 15 日，太平洋戰爭結束以後的臺灣人民面

對現實中國裡醜陋的部分而對「中國的」產生厭惡 55，至 1970 年代中期以

後逐漸產生國族認同的論述危機 56，使得臺灣島內學界的研究取向、風氣，

隨著「中國意識」、「文化中國」和「臺灣意識」的意識型態權力消漲而產

                                                 
48錢穆在〈新時代與新學術〉一文中說到：學人在動亂的時代「外感時勢之需要，

常能從自性自格創闢一種新學問，走上一條新路徑，以救時代之窮乏……」。 
49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省與展望--代發刊辭〉，頁 6。 
50同上，頁 16。 
51同上，頁 16。 
52〈發刊詞〉，《新史學》，頁 3。 
53同上，頁 3。 
54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北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60。 
55陳恕先生的碩士論文〈從《民報》觀點看戰後初期(1945-1947)台灣的政治與社會〉
中能看出戰後臺灣初期的本土人士和外省人士之間的各種隔閡與臺灣本土知識

分子對中國大陸社會文化中醜陋部分的憤慨。〈從《民報》觀點看戰後初期

(1945-1947)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東海大學歷史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56許順昇，〈流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論》的國家論述(1949-1966)〉，東海大學
歷史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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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不同幅度的偏差、變化。 

臺灣在國民黨數十年的教育下，五四新文學運動變成只是以「白話」

代替「文言」的白話文運動，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涵也降低為「西化」

與「反傳統」，至於五四知識分子基於救亡所發展出來的強烈的現實主義關

懷則完全被淡化了，甚至掩飾了 57。種種不同的因素使得戰後臺灣史學不單

有民國以前在中國大陸上的學術包袱和挑戰，也有時代、政治變遷下額外

產生的包袱和困擾。臺灣史學界中的研究益趨枝節化和瑣碎化，最後只剩

抄史料這樣一副軀殼，卻美其名為「科學史學」58的問題，這一點已有不少

人指出。這方面或許又是一個史學和時代緊密貼近的一個例子：時代中的

一些問題變得「不合時宜」59，使得研究取材、範圍不得不轉向其餘的視角、

史料而瑣碎化。最後，我想補充一點，陳寅恪曾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

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 (此 )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

流。」60現今的學術體制化、泛民主化，所謂的「新問題」往往是指學術審

查機制中所要推動的「問題」，而「新材料」則是在體制內的「升等」而被

迫動手動腳找出來的「材料」，學術的體制化往往使得學者易於遷就現時的

『政治適宜性』(political correctness)而曲解、掩蓋、甚至於牽強附會 61。錢

穆在〈新時代與新學術〉一文的結尾處，寫到「向內莫忽了自己誠實的痛

癢的真血性，向外莫忽了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真問題」62或許是一個「切合

時宜」的忠告。 

 

                                                 
57呂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度來考察〉，《戰後臺灣文學經驗》

(臺北縣新店市：新地文學，1992)，頁 7-8。 
58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江政寬譯，《歷史學與社會理論》，2002，臺北市：麥

田出版社，頁 10。 
59「大家都知道錢先生一生熱愛中國傳統文化，而今天的臺灣，不論在朝在野的主

流人物，大多強調本土文化、無條件的接受西方文化，而排斥中國自己的傳統文

化。所以在今天的臺灣，錢先生竟成了一位不合時宜的學人。」〈錢胡美琦女士

致辭〉，《紀念錢穆先生逝世十週年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市：國立臺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2001)。 
60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錄＞序》，《金明館丛稿二編》，2009，北京市：三聯出

版，236頁。 
61洪銘水，《臺灣文學散論--傳統與現代》，1999，臺北市：文津出版社，頁 12。 
62錢穆，〈新時代與新學術〉，《文化與教育》，1971，台北市：仙人掌出版社，頁 62。 


